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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民之“界”在何处

“ 德 国 制 造 ” 曾 是 耻 辱 印 记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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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贤”的作用 中国经济正经历一场痛苦而深刻的转

型。企业家往往是最早感受到市场寒冬的

人，他们也比任何人都能更加快速地找到御

寒的方法，市场的残酷往往让他们更加清楚

常识的重要性。

在过去三十多年突飞猛进的发展中，不

少企业打短平快，“萝卜快了不洗泥”，轻视

了产品质量和服务。而为市场和客户创造价

值，恰恰是企业的本位职能。你为市场创造

了价值，市场自然会回报给你。这需要创

新，更需要耐力，需要持之以恒的精神。现

在，是时候让中国企业回归这个本位了。

应该看到，投资拉动下的“泡沫化生

存”一去不复返了。以房地产为例，全国几

百个万达广场催生了首富王健林。但今天的万

达在转型，转向轻资产，转向做内容、做服

务。为什么？因为风向变了，高速城市化的时

代结束了，重资产的时代结束了，房地产的好

日子到头了。过度的疯狂只会透支市场，导致

哀鸿遍野。

房地产如此，各行各业莫不如是。只有

踏踏实实做产品，脚踏实地做内容，真心诚

意做服务的企业才会生存下来。

面对当前经济下行的压力，面对中国消

费者到海外狂购的尴尬，企业界是时候要反

思一下，过往发展模式之不可持续，那么，

下一步怎么办？

在过往投资拉动的时候，最吃香的是国

有企业，是资源企业，他们近水楼台先得

月。而消费拉动的时候，最被看好的是民营

经济，因为民营经济是草根，最知道消费者

需要什么。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是中国草根经济野蛮

生长的三十余年，作为一个群体，草根民营

企业吸纳超过 80％的就业，贡献 60％以上的

税收，承担着中国 50%以上的 GDP，他们已

经成为中国经济舞台上的主力军。

下一个三十年仍是民营企业大展身手的

时代。只要民营企业那股“草根精神”不丢

失，就势必能打出一番新天地。

当今成气候的民营企业，从初创之日起

无不是在红海里挣扎，在泥泞的市场里摸爬

滚打，全靠自己殚精竭虑，筚路蓝缕，闯出一条生路。他们有

“达则兼济天下”的济世情怀，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的顽强生命，有“敢为天下先”的创新斗志，他们中间走出了

娃哈哈，走出了华为和大疆，走出了阿里和腾讯，走出了无数

纵横天下、令世界瞩目的一代天骄。

华为掌舵人任正非最近告诫公司高层，“爹还是那个爹，娘

还是那个娘，你们怎么就成了富二代了呢？”虽然，华为如今已

成长为全球通信设备领域的领军企业，但其内部仍保持着足够

的警醒。今天，一个企业无论发展到怎样高大上的地步，都不

能忘记自己曾经是“草根”。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我们今天要呼唤怎样的“草根精神”？

草根精神首先要回归企业家精神，要有 80年代的那股闯

劲，要自强不息，不能等靠要。其次要理顺政商关系，要摆脱

靠关系发财的路径依赖，要与政府官员保持“亲”与“清”的

关系，要自珍自爱，要清者自清，为官员好，也为自己好。再

次要回归工匠精神，做好产品，做好服务，以满足消费者日益

增长的需求。

民营企业尤其要以史为鉴。反观日本泡沫经济，日本是怎

么从泡沫化中扛过来的？真正撑住日本经济的还是千千万万的

中小型制造业企业。疾风知劲草，岁寒见后凋。当初那些被指

责成“迂腐不化，一生悬命”的制造业者现在反都成了英雄，

而那些备受推崇的“投机英雄”则纷纷倒下成为历史笑谈。

我们要看到，冬天里面有春天，民营经济的春天来了。在

不久前的浙商大会上，马云提出，经济不好的时候也有好企

业。在危机关头，能熬过去的企业才有“抗体”。所以，不要因

为说你的企业做得不好，你就归结于经济不好，经济不好也有

好企业，经济好的时候，不好的企业也有的是。

我们倡导的草根精神更体现为一种“乌龟精神”，认定目

标，心无旁骛，艰难爬行，不投机、不取巧、不拐大弯弯，跟

着客户需求一步一步地爬行。经济危机未必会很快过去，越是

寒冬越是要苦练内功，迎接更大的挑战。爬过这个漫长的寒

冬，迎接你的将是鲜花烂漫的春天 （2016 年 11 期 《中国新闻周

刊》 杨镇宇）

国家与个人、官员与百姓之间存在着怎样微

妙的关系？约翰·密尔给出了答案。他在《群己

权界论》 中提到，所谓“群”与“己”的关系，

就是公域与私域或国家与个人的关系，这是人类

社会需要高度重视的“第一大关系”。大凡一个

健康发展、繁荣稳定的国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即是把握并处理好了这样的关系。密尔为处理这

“第一大关系”确定了三条基本原则：第一，所

要办的事情，如果由个人来办比政府办会更好一

些，那政府就应该放手让个人去办；第二，有那

么一种事情，虽然由一些人来办未必能像政府官

吏办得那样好，但仍然适宜由个人而不是政府来

办，因为这样可以充分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和首创

精神；第三，在任何情况下，政府都应尽量少干

涉，因为不必要地增加政府的权力，将会带来不

必要的麻烦。

我国具有长达数千年的集权主义传统，所谓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

且，在这普天之下、率土之滨，基本上都是大大

小小官吏的活动空间，黎民百姓始终处于被治者

的地位。皇上和官吏清廉开明、治国有道，人民

也就富足安康。因此，国人从来就有期盼青天老

爷的情结。这样一种境况，也实属密尔所言之国

家与个人关系没有处理好的实例。这种情况下，

国家的发展，人民的福祉，必须有赖于各级各类

官府的积极作为。

当前，正风肃纪、高压反腐，似乎触犯到了

某些官员的利益，由此影响到了官员的积极性，

导致了官员的不作为。在此境况下，我们需要重

新去思考人类社会的“第一大关系”问题，即官

与民之间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权力界限，是

不是应该大大收缩官员手中的权力而使社会和人

民原本就具有的主体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得到充

分的发挥。当下一些官员的不作为需要进行整

治，但同时我们也应好好清理一下并不需要官员

“积极作为”的领域，让社会、让人民多多地发

挥自己的能动性和积极性，来处理好、解决好自

己的问题。多少年来，一些地方和领域，由于官

员不当的“积极作为”（或曰“乱作为”“） 给我

们这个社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甚至在多少年内都

无法挽回，深刻的教训需要我们好好汲取。

在这方面，各级各类领导干部有必要明确两

个基本问题：第一，牢固确立“公共性”意识。

无论是一个地方还是一个单位，作为一方领导，

需要负责任，但这个责任与“家”的责任不一

样，是代表公共的意志做事情，因而是一种公共

的责任。所以不管个人如何智慧超群、能力无

限、主意不穷，做任何事情的时候，还是要听听

大家的意见，看看大家是不是愿意这样作为。第

二，要按照“人民希望他们成为什么样的官员”

而不是“他们自己希望他们成为什么样的官员”

的要求来为官。我们现在对官员的管理都是一种

封闭性的内循环式的管理，直白地说都是自己在

为自己提出要求、塑造角色。要真正地解决官员

的有效作为问题，还必须回到本原上，回到人民

群众的出发点上，从“人民希望官员成为什么样

的官员”这样一个角度来进行管理。（2016 年 4
月 1日 人民网 桑玉成）

今天的中国乡村社会，已经不可能存在像古代那样

退居乡里的士大夫了。一代之事必有一代之人为之。新

的时代必将有契合它的各种秀异分子。因此，不同的乡

村区域，应结合本土实际，着力培育和凝聚新乡贤。

一方面，以故土情来激发本地民众或者吸引在外地

工作生活的同乡对家乡的热爱、眷恋，使他们积极参

与、支持乃至组织建设美丽乡村的各种事业；另一方

面，要充分考虑当下在乡村推行的各种政策制度，是否

契合民众的“喜、怒、哀、惧、爱、恶、欲”（即孔子

说的人之七情），是否是以普通人的具体情况为出发

点、落脚点，制定、调整各项政策制度。孔子讲的“饮

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

务必要引起政策制度制定者、修订者的高度重视。只有

这样，在乡村社会推行的各项举措，才可能引起民众包

括新乡贤的情感上的共鸣与认同。

中国古代的乡贤，一方面“他们在地方上热心公

益，保家卫国，造福一方”，另一方面积极“推行以儒

家为主的社会价值观，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稳定”。那

么社会发展到了今天，可以说在中国广大的乡村社会，

民众面临着安身立命的价值如何构建的重大问题。到底

构建什么样的价值观来促进乡村治理呢？大体应从人本

性、乡土性、亲善性和现实性四个要素来综合思量、培

育和传播乡村社会的发展目标，使之成为本土的文化共

识，使之成为“与基层治理相适应的价值文化与社会认

同”。一般而言，友善、诚信、互助、和睦、公道、安

康，是乡村社会民众乐于接受、愿意遵守和易于传承的

价值信条。新乡贤正是熔铸和传播这些价值的积极力量

和重要支柱。

乡贤在中国古代社会本身就是对有德行、有贡献的

社会贤达去世后予以表彰的荣誉称号，是对他们人生价

值的肯定，是一种荣誉认可。地方上还建有乡贤祠，以

便世人铭记他们的嘉言懿行、学习他们的献身精神、怀

念他们的恩德善行。这更是一种令家人、族人和乡党倍

感荣光的无上荣誉。当下，对新乡贤的激励可以通过多

样化的形式：颁发牌匾，让世人瞩目；汇编成曲，令世

人传唱；绘像于墙，使世人观瞻；列入馆藏，供世人感

念；载入方志，俟来者效仿。

古乡贤及其事迹已经不可复原和再现，但他们的道

德精神与力量通过文献和文物在代代相传，这就形成了

乡贤文化之传统。为此，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要总结出每

一地域新乡贤的道德精神，然后再通过两种常态化的途

径加以传播、颂扬与承继：一是融入蒙学内容，使孩子

自小就对乡贤有向慕之心，以其为榜样，激励他们端正

德行，立志贡献地方和国家。二是载入族谱，形成家

训，以便垂范后人，供他们传习和效法，使家族永沐荣

光。（2016 年 4 月 11 日 《北京日报》 颜德如）

贺知章耄耋之年，告老还乡，见物是人非，不禁生

发“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感慨。“乡

音”是一枚镌刻在我们身上独有的印记，生生不息、根

脉相传，它是来自故乡的慰藉，是地域文化形成的底色。

方言与一个地域的气候、地貌一样，历经千百年，

不断被筛选、吸收、同化而形成。这些夹杂着泥土气息

的话语，或源于市井生活的寻常琐事，或源于茶余饭后

的家长里短，它收纳了民间的智慧，采集了地域的精

华。翻过一座山，音调就转变；走过一陇田，意义大不

同。你可以讲着吴侬软语，夜话闲谈；也可以侃着东北

话语，把酒言欢。正是因为这种特色，才赋予了方言承

载文化的使命；也正是因为这个载体，我们的文化才得

以遍地开花、异彩纷呈。以融入了方言的地方戏曲为

例，无论是秦腔豫剧，还是京剧黄梅，那些生动鲜活、

合辙押韵的戏词，唱出了亦俗亦雅的风情，也唱出了中

华文化的特色。试想，如果唱词千篇一律，那么何来不

同文化的魅力与价值，何来文化生命力的延续？正是因

为方言的异质性，才带来它的不可替代性，这是地理与

历史赋予我们的文化财富，弥足珍贵，价值连城。

而今，传统的乡音却变了味道，它被贴上了“土、

俗”的标签，并成为“有无文化”的衡量标尺。打工返

乡的青年们羞赧于它的腔调，刚刚入学的孩童在学会标

准发音的同时，也在遗忘着自己曾经熟悉的语音。方言

的日渐式微，牵动我们的不仅是乡愁，它折射的是一种

地域文化自信的缺失，这或许是我们最该扼腕叹息之处。

文化不能简单地用“优劣”二字加以评判。你可以

津津乐道上海方言的机智敏捷，也可以大加赞赏天津方

言的诙谐幽默，还可以对齐鲁方言的纯粹耿直加以欣

赏，它们是多元、独特而又平等的。对于方言的流失，

我们更应从大众心理的角度来考量。今天，随着城镇化

进程的加快，频繁往返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人员流动日

见增多，这种流动对方言的冲击显而易见。地区间发展

的不平衡，城市文明对乡村文化碾压式的优势显现，使

包括方言在内的农村文化不断被漠视，而这种文化信号

的衰减很可能是无可补救的。

方言早已成为与故乡这片土地难以割裂的一部分，

任何语言不假思索地堆砌于此便会显得水土不服、格格

不入。好比我们的容貌与声音，与生俱来，独一无二，

倘若真用人工的方式加以改变，自会有它的蹩脚与尴

尬。方言就是那告知了我们“从何处而来”的文化源

头，我们在奔波忙碌中找寻地域文化自信，却不以为然

地忽视了它。它以自身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将这片土地上

的文化因素汇集起来，无论是民俗故事，还是戏曲民

谣，以及属于这个地域的秉性与品格，这都是地域文化

的特色，也是地域文化自信的根源所在。（2016 年 3月 30
日 《光明日报》 李晓）

在方言里找寻
地域文化自信

作为提供公共服务的各级政府组织，为避

免少数人懒惰、干事动力不足这一危害行政效

率的情况发生，就必须借助有效的行政管理体

制和国家治理体制，通过制度安排来去劣存

优，从而保护那些具备奉献精神、愿意为人民

服务的党员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以激励干部更

好地为人民服务。

一是进一步规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干

预市场，乍一看官员似乎工作很积极，但这些以

个人利益为出发点的活动，往往成为滋生腐败的

温床。

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的核心问题之一，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如

何界定。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应该是裁

判员，而不是运动员。政府职责应当通过有效

的行政管理，来保障公平而高效的市场竞争，

避免市场失灵。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一些政府

部门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直接干预甚至

参与经济运行。政府干预市场，乍一看官员干

部似乎工作很积极、办事多，但这些以部门利

益、个人利益作为出发点的活动，往往成为滋

生腐败的温床，并不能带来全社会福利水平的

提升，甚至会损害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因此，完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应规范好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市场能办的事情交给市场

去办，民间组织能办的事情，尽量发挥民间组

织的力量。政府将注意力集中在市场和民间组

织不愿意参与的公共服务领域，以及市场失灵

需要政府行政干预的领域。政府不参与市场活

动，自然而然地切断了政府官员通过这些活动

谋求个人私利的可能性，没有了以权谋私、贪

污腐败的机会。

二是进一步完善权力制衡机制。既要让愿

意干事的干部不被捆住手脚，又要避免权力滥

用而出现以权谋私。

当通过制度安排使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得到

很好的界定之后，如何监督作为市场经济裁判

员的政府部门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就成为

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环节。政府行使社会管理

职能的前提，是行政权力。因此，在国家治理

体系中设计好权力约束机制，避免权力滥用，

避免以权谋私，就成为保障干部干事合法性和

正当性的必要制度安排。

既要让愿意干事的干部不被捆住手脚，又

要避免权力滥用而出现以权谋私，唯一的途径

就是设计好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权

力制衡机制既可以是组织内部通过业务流程、

规章制度避免一言堂，也可以是组织外部各种

事中监管和事后监督机制。不受制衡的权力，

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而有效的权力制衡机

制，却能保护愿意干事的干部在自己职权范围

内充分发挥工作积极性，将本职工作干好，避

免出现违法违纪问题。

三是增强组织内外的流动性。有想法、有

能力的“体制内”公务员可以自由流动到社会

其他行业，社会其他行业的专业人才，也可以

选择加入政府行政管理团队。

规范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和完善权力制衡

机制，仅仅是约束机制。要促进和激励干部为

人民服务的积极性，在理想信念之外，还需要

合理有效的激励机制。增强组织内外的流动

性，是激励机制的核心环节，即让愿意干、有

能力干的人，流动到合适的岗位上，并取得合

理的经济收入和待遇，将“在其位不谋其政”

的人调整出去，才能真正激励起干部的工作积

极性。

一旦人员在组织内外的自由流动成为现实，

干部队伍自然而然就会进入全社会的劳动力市场

中，通过劳动力市场机制的作用，寻求与自身能

力和经历相匹配的工作岗位和薪酬待遇，通过市

场机制实现对干部工作积极性的有效激励。

（2013年 3月 上《人民论坛》姚树洁 汪锋）

激励干部为民干事的制度考量

德国人对“德国制造”充满了骄傲和

自豪，对德国产品的高品质充满了自信。

可是谁能想到，一百多年前，“德国制

造”曾是假冒伪劣的标志，是刻在德国人

额头上的耻辱印记呢？

十八世纪，英国通过工业革命，成为

世界科技的排头兵。而与此同时，德国

却还是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其科学技

术和工业生产能力与英国相比，相差至

少半个世纪。德国人为了甩掉贫穷落后

的帽子，积极向英国学习。但德国人采

取的“学习方式”，却让英国人恼怒不

已，甚至痛骂德国人是“无耻之尤”，并

采取立法措施，对德国人的“学习”予

以痛击。

原来，德国人的“学习方式”就是

剽 窃 技 术 、 假 冒 仿 造 。 十 九 世 纪 上 半

叶，德国企业一方面派出工业间谍，通

过各种手段窃取英国的核心技术，另一

方面派出学徒员工，到英伦半岛进行所

谓的“旅游学习”，然后顺手牵羊，把英

国的好产品带回德国，进行假冒仿造。

德国的钢铁大王克虏伯，当年曾品

着威士忌、抽着雪茄，风度翩翩地出入

于 英 国 伦 敦 工 商 界 ， 深 受 欢 迎 。 但 后

来，英国情报机构发现，原来他是“工

业间谍”。他刺探到英国钢铁制造的最新

生产流程和核心技术，回德国后，加以

运用，开创出了著名的克虏伯大炮。

当时的德国，工人工资极低，工作时

间被资本家无限延长，因而商品成本非常

低廉，其价格在世界上具有很强的竞争

力。德国人把从英国“偷”来的样品，仿

制生产，然后，又当作廉价处理商品，倾

销到英国本土及殖民地。在当时，德国产

品就是“价廉货次”的代名词。

为了以次充好，一些德国企业便盗

用 他 人 的 品 牌 标 记 ， 生 产 假 冒 伪 劣 产

品。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当时，英国

谢菲尔德公司生产的剪刀和道具以其优

质的品质在市场上具有很高的声誉。德

国索林根城的刀具剪子制造商便假冒这

个品牌，把自己仿制的产品打上“谢菲

尔德”的标记出口国外。虽然看上去跟

英国产品相似，但德国厂商使用的制作材

料是低劣价廉的铸铁，完全不同于英国产

品使用的质优价昂的铸钢。

德国产品以其低廉的价格大行其道，

让英国人感到威胁。后来居然盗用英国的

品牌，假冒伪劣，让英国人忍无可忍。他

们一边痛斥德国人的无耻行径和卑劣手

段，一边发起抵制德国货运动。

1887 年，英国国会通过 《商品法》，

勒令所有进入英国和其殖民地的德国产品

必须打上“德国制造”的印章。英国人认

为，“德国制造”就是假冒伪劣、价廉货

次；“德国制造”就是刻在德国人额头上

的耻辱印记。

德意志民族有着极强的民族自尊心。

英国人的抵制和立法以及“德国制造”的

耻辱印记，让德国人开始彻底自我反省。

可以说，1887年，是“德国制造”的

一个分水岭。从那时开始，大多数德国企

业开始把“用质量去竞争”定为首要目

标，在设计上大力创新，在质量上严格把

关。实现了从假冒伪劣向质优创新的根本

转变。

十年之后，英国人惊讶地发现，德国

商品在他们的生活中已经必不可少，而且

质量可靠，价廉物美。从服装、钟表、相

机、家具、啤酒、香水、铅笔、玩具、

钢琴、水泥、药物制品、玻璃制品、钢

铁制品、切削刀具一直到武器和子弹，

“德国制造”均属质量上乘。

曾经假冒英国品牌的德国索林根刀

具剪子制造商，生产出了著名的德国双

立 人 刀 具 。 今 天 ， 这 个 品 牌 已 行 销 全

球，享誉世界。从 1887 年到今天，“德国

制造”走过了 120多年的历程。

质量可靠、经久耐用、供货及时、

高度的改革创新能力和成熟的生产工艺

流程，这一切，都成为“德国制造”的

丰富内涵。德国人用自己的努力，洗刷

掉 了 “ 商 业 秘 密 窃 贼 ” 和 “ 假 冒 伪 劣

者”的恶名，曾让德国人蒙羞的“德国

制造”，如今已变成了让德国人骄傲的金

字招牌。（2016 年 1 月 电 子 工 业 出 版 社

《跨界战争》 水木然）


